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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仿的角度看拟态到表演：关于像似性的普遍理论的

思考1 

                                                                 约伦·索内松/文 

汤文莉/译 梅林/校 

 

摘要：几乎所有关于像似性的理论都是对其主题的指责（例如古德曼、比

尔曼和早期的艾柯）。我自己的像似性理论，是为了在这些批评声中保留一种

特殊的像似性和图像性。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我区分了纯粹的像似性，像

似基础和像似符；另一方面，我还区分了初始像似符和次生像似符。但是在我

做出以上区分过后，发生了几件事。一方面，其他人已经证明了我为解释图像

性而创建的概念工具与语言像似性有关。另一方面，一些与我有不同出发点的

符号学家已将拟态确定为在动物世界常见的一种像似性。在迪肯的进化符号学

中，像似性被如此普遍地提及，以至于它似乎被清空了所有的内容，而在唐纳

德发明的变体中，模仿这一术语被用于像似意义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本文的

目的是为了考虑像似性理论向新领域的延伸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开发新的模型。 

 

在皮尔斯（Peirce）的哲学的框架内，像似符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

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像似符的存在却受到质疑：如亚瑟·比尔曼（Arthur 

Bierman）和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哲学家以及翁贝托·艾柯

（Umberto Eco）和雷内·林德肯斯（René Lindekens）等符号学家。 在从 1989

年（Sonesson，1989）开始的一系列作品中，我试图恢复像似性的概念，至少

在图像这方面，我没有像罗兰·巴尔特（Barthes 1964）那样用“同义反复”，

或像艾柯（1999）那样提出的一个与他早先的观点截然不同的一个概念：“结

冰的镜子”。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会批评古德曼、比尔曼、艾柯等人（cf. 

Sonesson 1989,1993,1995,2000a），而是将我的发现作为一个积极的理论来阐述，

然后继续考虑一些更远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像似性概念分别来自“瑞典学派”（ “the Swedish school”）、

“ 生 态 学 派 ” （  “the ecological school” ） 和 “ 现 象 学 派 ” （ “the 

 

1 原文：Sonesson, Göran (2010). From mimicry to mime by way of mimesis. Sign Systems Studies 38 (1-4):18-

65. 

作者注：我终身都关注着像似性，但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一直参与其中的不同的项目（SGB 和 SEDSU）

以及自 2009 年 1 月以来我领头的认知符号学中心的内部合作，都为我的旧主题提供了新的展望，而我在

本文中已经试着利用这些展望了。 我想在这里感谢上述论坛上的无数讨论为我提供的许多帮助。同时我

也要感谢（针对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蒂莫·马南（Timo Maran）和埃斯特尔·沃索（Ester Võsu）提出的建

设性评语，这个我在下文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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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logical school” ）的理解途径（cf. Saint-Martin 1994; Carani 1999; 

Nordstrom 2000）。这个概念的基础既不来自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学说，也不来自于费迪南德·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学说，而是来自于由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提出的，

阿伦·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和莫

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人发展的现象学。然而，这种像

似性的理解途径首先在我的《图像概念》（Sonesson，1989）一书中被提及。

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生活世界”，也被称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常识世

界”，或者基于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生态物理学，这个

概念被视为所有可能意义的基础。这也对我们解释基本概念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如符号、像似性和图像性等基本概念。在许多方面，比起索绪尔的符号学，生

态符号学与皮尔斯的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更接近，更相容2。如果后者被理解为法

国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就更是如此。在这个框架中，受索绪尔启发的许多

符号学概念仍然保留着它们的含义，但只是在次要的层级上。然而，法国结构

主义（当然还有布拉格学派）几乎没有考虑到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相关性或“关联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对像似性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它

将从皮尔斯基础概念的解释中重新出现。 

 

从像似性到像似符 

尚不确定的是，皮尔斯是否想说有三种特性能将一种现象转化为一个符号，

即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或者他是否只是想表明符号可以，或者更近一步

地说，具有像似性 、指示性和/或规约性。不管皮尔斯想法如何，我在这里都会

接受后一种解释。 因此，我将以比皮尔斯或者索绪尔所使用的更为具体的方式

来描述这个符号的特征，继而我会指出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是如何体现在

符号中的。然后，我会考虑这些概念在符号的范围之外可能意指的东西。 

 

1.1 作为原型符号过程的符号 

皮尔斯在其晚年认识到，他所有的概念都太狭隘：他反思到，他真正应该

谈论的不是“符号”而是“媒介”、“分支”或“媒介化”（CP 4.3 和 MS 339，

Parmentier 1985）。事实上，他甚至认为，“符号”这个词所承担的职责远远

超出了其本应承担的。在这里，皮尔斯听起来就像矮胖子（译者注：出自于鹅

妈妈[Mother Goose]的童谣中的登场人物，也出现在境之国的爱丽丝。外形如鸡

蛋，现用于指损害后就无法修复的东西。）一样，终于看穿了诡计。 而且，这

 

2 在皮尔斯的显像学中，作为产生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许多可能的变体之一，见 Sonesson 2009b。 

 

https://www.baidu.com/s?wd=%E7%88%B1%E4%B8%BD%E4%B8%9D&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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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符合皮尔斯的“术语伦理”，“术语伦理”规定我们不应该引入“干涉任何

现存术语”的术语（see EP2：263-266）。奇怪的是，那些喜欢把自己看作是真

正的皮尔斯派的人似乎没有考虑到皮尔斯这方面的自我批评。 

接下来，我将把符号作为可以实现意义的（更复杂的）方式之一。让我们

首先了解一些符号的核心例子是怎样的，然后尝试确定它们的共同之处。语言

符号显然是一个例子。我相信，图像符号（将在下面详细说明从哪种意义上说）

基本上与语言符号相似，至少有一些手势也与语言符号是相似的。逢场作戏同

儿童的象征性游戏一样，大概也属于这个大类。当然，我不像翁贝托·艾柯、

纳尔逊·古德曼（1968）和其他许多我早就拒绝过其论点的学者一样（cf. 

Sonesson 1989,1993,1995,2000a），我并不认为这些意义都是规约的。我甚至不

认为逢场作戏和象征性游戏与图像具有同种像似性;事实上，我将以上三项与语

言符号进行了比较，语言符号基本上是规约的。但是，它们都（至少）拥有两

部分：允许一个规约存在的东西，以及一个理据性的关系。事实上，索绪尔

（1973）在这里是一个更加细致的现象学家，除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即指称

物之外，符号本身有两个部分，因为除了被感知的部分外，还包括以特定的方

式来解释指称物的部分。 

根据让·皮亚杰（Jean Piaget）对儿童发展的描述，每个孩子在增强他们的

理解能力的时候，都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在当下的语境下，尤其重要的一

点是，皮亚杰（Piaget 196 7[1945],1967：134ff，1970：342ff）声称，在感知运

算思维与具体运算接界的地方，即约 18 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学习掌握“符号功

能”（原称规约功能），其不仅涉及语言，还涉及绘画和象征性游戏。皮亚杰

并不否认小孩在这个年龄之前经历过意义，例如在感知中经历意义（因此预期

到了特里瓦森和洛戈泰蒂[Trevarthen & Logotheti 1989]的批评），但是，他认为

只有在达到了符号功能的情况下，小孩才能区分为能指和所指。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皮亚杰在这里说的是“生产”语言、图像等的能力，而不是解释它们

的能力。就语言而言，理解图像的能力很自然地被视为先于生产图像的能力。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符号功能出现的时刻，我们关心的是符号结构。 

“区分”这一通常被忽视的概念在我的观点里是基本的概念。然而，保持

主客观差异的区分也是不可或缺的。符号的功能，或者，从现在开始我会说，

符号（功能）需要“根据主体自己的观点，在能指和所指之间进行区分”

（Piaget 1967: 134f）。因此，例如，几乎完全隐藏的对象的可见末端是整个对

象对于婴儿的能指，但其也恰好是“所指的客观方面”，因此，皮亚杰称（同

上），它不是一个符号。但是，皮亚杰又称，当孩子用卵石来表示糖果时，孩

子很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主观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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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皮亚杰明显没有这样说，但是他的区分概念在我看来与霍基特

（Hockett）的“设计特征”（译者注：设计特征为语言学概念，指定义人类语

言的特征，例如任意性、二重性等等）的位移有所不同（cf. Hockett, Altmann 

1968）。至少在其他地方，我认为鸟笼上展示出笼子里的动物图像和名称的标

签与笼子里的动物也是区分的，因此这是一个符号（cf. Sonesson 2009b）。另

一方面，位移似乎预示着区分。 

奇怪的是，皮亚杰想当然地认为，那些无法客观区分的东西不可能主观区

分。然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皮亚杰的实例中的那个孩子，他用卵石来代表一

块糖果，却不用一片羽毛来代表一只鸟，也不用一块卵石代表一块岩石，他不

会混淆部分和整体：那么当孩子“从他的角度”来区分前者和后者时，他将采

用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客观上”是鸟或岩石的一部分。此外，与皮亚杰的主

张（Piaget, 1967:134）相反的是，猎人通过踪迹识别动物，然后利用踪迹找出

动物的去向，继而捕捉动物，尽管动物和其踪迹之间存在着物理和时间的关系，

在猎人对符号的解释中，他并不会分不清踪迹与动物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他

在看到踪迹时会感到满意。 事实上，如果踪迹与产生它们的动物没有区分，它

们就不能被看作是符号，它们就仅仅是动物作为其一部分的复杂情况的一部分。

区分可能因为是作为能指的对象在空间和/或时间上与所指的对象不连续，也可

能是因为能指与所指对象具有不同的一般世界范畴， 但也可能还有其他有待界

定的标准。 

如果我们说索绪尔和皮亚杰在现象学方面还做得不错，但是还不够明确的

话，那么我们可以期待胡塞尔本人为符号的现象学做出一些贡献。实际上，胡

塞尔对符号的讨论（他称之为“再现”）可能有助于我们阐明“主观区分”中

所涉及的内容。事实上，根据胡塞尔（1939）的观点，两个或更多的项可以进

入不同类型的“配对”。从两个共现项形成的“成对关联”到真正的符号关联，

前者通过其中一个项呈现而另一项经由第一项而间接地给出，形成一种“共现

配对”，后者也是一个项直接呈现而另一个项间接呈现，但这个间接的项是主

题，也就是意识关注的中心。这清楚地表明，符号是双重意义上的不对称：其

中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更清晰，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直接。另一方面，在感知

上，最高度的聚焦和直接性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这些观点：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主题构建，而

这个构建本身是与它是意识领域的一部分的主体相关的，所以符号的第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立场，它的主体呈现另一个立场。用更熟悉的术语来说，

符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另一部分的。当然，这更容易适用于内容和指称物

之间的关系，后者将符号之外的世界与同符号有关的事物相对应。实际上，胡

塞尔（1980）只在他对图像意识的研究中才明确地区分了这一点，他指出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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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的柏林宫殿在图像中，而真正的宫殿则在柏林（cf. Sonesson 1989: 270ff，

2006; Zlatev 2009）。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提出的（Sonesson 1989:193ff），因

此我们不得不假设某种从表现到内容再到指称物的主题层次（通常情况下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属性最低限度地定义符号： 

a. 它包含（至少）两个部分（表达和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相对独立于它

所代表的事物（指称物）； 

b. 从涉及到符号过程的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些部分是不同的，尽管它们可

能不是如生活世界中的常识那般客观（除了作为构成生活世界的符号）； 

c. 这两部分之间存在着双重的不对称，因为其中一部分，即表达，比另一

部分能更直接地体验到；同样也因为另一部分，即内容，比其他部分更加清晰； 

d. 符号本身主观上与区分于其指称物，指称物比符号的任何部分都更为间

接地为人所知。3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符号对于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物种

（更不用说单细胞）极少（如果有的话）是可用的，并且它在儿童发育到相当

晚的时间才可被习得。要证明这种说法当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问猿

和鸽子，或者就上文所说的，婴儿或稍大些的孩子，他们是否有符号。因此，

我们必须求助于实验研究，而实验研究只能进行间接测量。 

图像可以作为最好的测试案例，因为不像语言符号，图像必须包含相似性

和差异性。以下逐一列出解释：首先，甚至连表明动物不具备任何符号过程都

是荒谬的。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被定义为符号的特殊符号过程。其次，在

当前的背景下，没有任何推定，无论是不是隐藏的，图像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事

物，而不是像马南（Maran）所怀疑的那样4。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包

括抛光金属板（后来是真实的镜子）的那种现代的人性化的自然，那么毫无疑

问，唯一类似图片的物体是水面。图像的增强体验是否能够增加动物的图像解

读能力，这的确是个问题。 

实验表明，即使是 5 个月大的孩子，看玩偶的时间也比看玩偶图片的时间

要长（DeLoache，Burns 1994）。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孩子们把图像看成图像。

事实上，9 个月大的孩子，而非 18 个月大的孩子，把所描绘的对象看作是一个

真实的对象并试图去抓住它（DeLoache 2004）。不管他们所感知到的差异是什

么，但这种差异似乎并不涉及与对象相对立的符号。这个结果表明，图像和它

的对象被认为是不同的，但不一定会形成一个符号载体和它的指称物。真正的

 

3 如果我们认为盎格鲁 - 撒克逊语言哲学中所谓的“不透明的语境”是例外，那么指称物通常也会比标志更

清晰。 参见 Sonesson 1989：193ff。 

4 如果没有另外指出，马南的这个评论以及之后的评论来自本文的编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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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也许被看作是这个范畴的一个更原型的实例；或者，由于具有更多的感知

谓项，真实对象可能更有趣。 

在 SEDSU 项目（Zlatev et al. 2006）中进行的一个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

用卵石或香蕉切片的实物或摄影图像对狒狒，黑猩猩和大猩猩进行了测试，这

些实物和图像以不同的对照组呈现（Parron et al. 2008;在 Sonesson，Zlatev 中总

结，in press）5。当所有种类被放在一起时，大多数实验对象选择了真正的香蕉，

当真香蕉和香蕉图像被相对放置的时候，几乎没有实验对象会选择香蕉图像。

除黑猩猩之外，大多数被测试的灵长类动物在面对香蕉图像和真卵石时，会选

择香蕉图像，以及在香蕉图像和卵石图像之间会偏向选择香蕉图像，且这些动

物都有尝试吃香蕉图像的趋势。因此，这或许暗示，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动物，

黑猩猩对符号有一些了解，而不是简单地把香蕉图像看作是香蕉种类中的不太

好的香蕉。SEDSU 项目中的另一个实验涉及到一只单独的黑猩猩，亚历克斯

（Alex），它接受了预先训练，模仿 20 个不同的动作序列，在一个新的实验中，

在有提示的情况下，它被要求执行这些动作，但提示不是像以前那样是真人模

特给出的动作，而是在视频、彩色照片、黑白照片和图画（Call et al.，in press）

上显示的动作。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显示的图像代表序列的最终阶段之前，

以及图像最终状态时，黑猩猩能够完成这些动作。黑猩猩在这里未必只是简单

地把静止的图像和动作混淆起来了，特别是当图像显示出一个不完整的动作、

提示动作的画面与所要求的动作截然不同时，不仅因为图像显示的是一个动作

的静态视图，还因为图像没有在完整或最具特色的状态下显示动作。那么，也

许对图像符号的理解在黑猩猩的能力范畴之内。 

 

1.2 符号内的像似性，指示性，规约性 

我们习惯区分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虽然以前有很多类似的区分，但

是现在皮尔斯的术语是最常用的。然而，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考虑，在具体的

前提下，这些术语中有些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则不然。我不想在下文与这

三分法进行论辩。相反，我将介绍这种特殊的皮尔斯三分法，这种三分法似乎

与现象学的经验是一致的，就其本身而言，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在某种程

度上区别于它们在形成具有符号功能的基础和进一步的基底时的作用。 

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之间的划分是皮尔斯的三分法之一。因此，它必

然依次与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这一基本范畴有关。严格以皮尔斯的术语来

看，像似性是“再现体”（表达）可能遵循其“对象”（内容或指称物）的三

 

5 SEDSU 项目（“符号使用的演变和发展阶段”）是欧盟资助的一个研究项目，包括瑞典、英国、德国、法

国和意大利的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 作者与约旦·兹拉特夫（Sonesson，

Zlatev，in press）写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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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之一。这是三种关系中可以作为两个事物形成符号的“基础”的一种关

系。更确切地说，像似性是这三种关系中的第一种，（当它被应用于讨论关联

时，）术语上被称为第一性，“如其所是，不论其他”（CP 5.66）。我们必须

首先从像似的“基础”，或者从被描述为“潜在的像似符”的事物来考虑像似

性。皮尔斯本人用“抽象”来识别“基础”，以用两件黑色事物的黑色来举例

说明（CP 1.293）。事实上，皮尔斯的文章中的某些段落（CP 1.551-3; EP1：1-

10）似乎暗示他会为挑出的一部分表达保留“基础”一词，并使用术语“相互

关联”作为内容的相应部分。然而，这似乎会消除这一概念所涉及的的关系特

征6。因此，似乎“基础”这个词可以代表两个物进入符号功能的特性，它们依

靠这一特性连接起来，即，事物的一些特性作为表达，而另一些特性作为内容。

基础是符号的一部分，具有选择表达和内容的相关要素的功能。这就相当于索

绪尔所说的“形式”，与“实质”相对，而他的追随者，特别是在音韵学领域

中，将其称为有关性或相关性7。 

套用皮尔斯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说两个项目共享一个像似基础，在某种

程度上，这些项目具有一些彼此独立拥有的某些特性，当从特定的角度考虑时，

这些特性是相同的或类似的，或这些特性可以被感知，或是被体验为是相同的

或类似的。然而，还需要一些比他的观点更进一步的注释。在这里，相似性被

认为是一种基于基本差异的特征。两个具有共同像似基础的项目，具有成为这

一像似基础的表现和内容的能力，易于拥有构成像似符的符号功能，但像这样

的基础也可能直接在感知中有其他用途。后一种可能性与皮尔斯所设想的不同，

但是由于我们的符号的概念更加精确，因此范围更加狭窄（ cf. Sonesson 

1989:201ff，2001a，2007，2008 in press）。 

与作为一种关系的指示基础相反，像似基础由一组归属于两个不同“事物”

的两类属性组成，这两个不同的事物被认为独立地具有所涉及的属性，不仅是

符号关系的属性独立，彼此也互相独立。指示性涉及两个“事物”（第二性），

因此可以独立于符号功能形成。虽然像似性是首要的，但它只涉及一个“事

 

6 虽然皮尔斯在任何引用的文本中都没有提及这一点，但从两种意义上来看，这似乎是皮尔斯在其他地方

注意区分的一个抽象：从第一个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分离”，因为它把黑色这一品质从其他颜色中分

离出来（不同于“割离”，其可以将独立存在的事物分开，也不同于“辨别”，其区分的是只能在思想上

划分的东西）；但它也是一个“实体抽象”，因为它从一个特性推到一个对象（胡塞尔会说这是“名词

化”）。关于“皮尔斯的两个抽象理论”的启发性处理，参见谢恩费尔特（Stjernfelt 2007：246ff）。 

7 我确实认为基础一定是第二性的，因为它是相关的，我在表 1 应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尽管就像德奎佩

里（De Cuypere 2008：69）所指出的那样，我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将其阐明。 正是因为这个（像似的）

基础是相关的，与纯像似性相反，所以上文所说的与马南的明智的言论相反的说法，与下文引用的皮

尔斯的定义并不矛盾，根据皮尔斯的定义，像似性独立于任何其他涉及其他事物所带有的特性。参见

索内松 2006,2007,2009a，2010 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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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事实上，正如皮尔斯（CP 3.1，3.362，4.447）一直不断重复地那样，一

个纯粹的像似符号根本不可能存在：它是一种无形的品质。我们可能会有这样

的体验，当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会一瞬间出神。或许我们还可以用一些皮

尔斯他自己的例子。黑鸟的黑色，或富兰克林（Franklin）是美国人的这一事实，

可以被当作像似性；当我们比较两件黑色的东西，或者从作为美国人的角度来

比较富兰克林和朗福德（Rumford）（译者注：本杰明·汤普森[世称朗福德伯

爵]，他跟富兰克林的名字都是本杰明，因此本文作者在此拿两者举例对比），

我们建立了一个像似基础；但是只有当一件黑色的东西被拿来代替另一件黑色

的东西，或者当朗福德被用来代表富兰克林的时候，它们才会成为像似符（或

者像皮尔斯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亚像似符）。正如指示性是可以形成的，但是

在进入符号关系之前，它并不是一个符号，像似性有某种本质，但它要在比较

发生时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指示性是一个潜在的符号，那么像似性

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基础，表 1 列出了这一点。以下还有一点意见：我最近必须

认识到的是，考虑到在这里提出的更精确的符号的定义（ cf. Sonesson 

2006,2007,2009a，2010 and 1.3）显然有很多实例表明很多规约基础都不是符号

（交通法规等等），尽管这不幸地破坏了表格美好的三元和谐。 

表 1.从皮尔斯的角度来看（正文中修订）原则、基础和符号之间的关系。

表中的规约性的基础以斜体标出，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皮尔斯不允许任何这

样的基础与符号关系有所区别。 

 

 第一性 

印象 

第二性 

关系 

第三性 

规则 

第一性原则 像似性 -- -- 

第二性基础 像似基础 指示性=指示基

础 

规约性=规约基

础 

第三性符号 像似符 指示符 规约符 

 

因为像似基础是建立在这两个项目拥有的属性的基础之上的，仅仅因其如

其所是，所以比较的标准必须是相似性或者同一性。事实上，皮尔斯还提到，

一个像似符（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亚像似符）是“代表某物的符号，仅仅因为它

与其类似”（CP 3.362）或“它是该对象中的一部分”（CP 4.531）。当认为像

似性能引起“指称错觉”，并在抽象的基础结构之外形成“比喻的”意义的阶

段时，格雷马斯（Greimas）与库尔泰（Courtes 1979：148,177）和许多其他人

一样，将像似性等同于感知外观。然而事实上，像似性不仅没有特别涉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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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错觉”或“现实渲染”，而且也不一定涉及感知谓项：皮尔斯举的许多实例

（cf. Sonesson 1989：204ff）都与数学公式有关，甚至作为美国人的这一事实也

不是真正感知的，尽管它的一些表现可能是。这就是在这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的，像似性的概念。 

 

1.3 世界上的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 

感知充满了意义，这个意义往往可以通过像似的和/或指示的方式表达出来。

根据现象学家阿伦·古尔维奇（1964：176f）的观点，感知具有意义，但是是

在“比通常所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往往是“限于符号中的意

义”，也就是我们的符号。事实上，正如古尔维奇（1964：262ff）所指出的那

样，某种意义（或用我们的术语来说，符号过程对被称为标记符的表面上的一

些不规则现象来说是必要的，甚至在这些标记符作为文字意义载体之前就是必

要的。古尔维奇在批评其他心理学家时指出，意义的载体不是符号的意义的一

部分，也就是说，表达不是内容的一部分，这与感知不同：后者是由属于一个

大整体中的部分观点（获意对象）组成（译者注：胡塞尔所谓的意义，即意指

对象）。从冯·尤克斯库尔（ Jakob von Uexkull 1956）的“含义学说”

（Bedeutungslehre）中来看，意义就属于这种类型，因此不会涉及任何符号（cf. 

Sonesson 2007）。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Sonesson 1989）所作出的区分，感知涉及的整体，是

“大于”其部分相加起来的结果的; 符号必须与其所代表的东西不同的“其他东

西”相关。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当然在思考如何将每个给予感

知的东西在水平方向上整合进一个更广泛的感知语境、图形或格式塔。这种关

系肯定与指示性有关。但是还有一种视角，即某种事物比起初看起来更像是垂

直地追求相同的隐喻，因为它属于某个特定范畴。我们所说的分类是一种直接

的，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即“分类感知”）， 就此而言，这显然与像似

性有关。当然，它不是与像似性“本身”有关，而是与像似基础有关，因为任

何基础都必须假设关系性思维。应该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提出的两个解释区分

的特征是为了在此意义上排除太多的指示性（不连续性）和像似性（不同类

别）。 

迪肯（Terrence Deacon 1997：74ff）在其使用皮尔斯的术语所著的第一篇

神经心理学论文中提到，符号出现在夜晚，此时所有猫都是灰色的。事实上，

一遍又一遍地对同样的“东西”所进行的感知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坚持说，就

像伪装一样：飞蛾的翅膀被鸟类看作是“树的一部分”。他接着说，像似性就

是认知，即一个范畴的识别，甚至是 “刺激物的归纳”（Deacon 1997：77ff）。

然后他称像图像这样的“典型案例”在本质上是一类的：图像能变为像似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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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图像与其所描绘事物的轮廓和表面处在同一方面或阶段”。在某种程

度上，这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虽然没有区别这一事实就是像似性本身，但认

识和/或分类似乎需要对某种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必须依靠一个像似基础，

图像是一个完整的像似符（事实上，我们在下文会提到，这是一个初始像似符

[cf. Sonesson 2006]）。 

尤克斯库尔所做的经典实例显示，当蜱感觉到哺乳动物的皮肤腺释放的丁

酸的气味时，它不必思考两次；它不必告诉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人，不是一只

兔子或一只狗，但它们有相同的气味。事实上，因为蜱的一生中只有一种这样

的气味，所以它不能比较气味。但即使其经验范围较大，也不会进行比较。对

蜱来说，哺乳动物的味道只有一个。就像马南所说的那样，这种哺乳动物的气

味当然可以被描述为蜱遗传记忆中的一种，但是这种气味是这种记忆唯一可用

的一种气味8。 

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也在这个普遍性中感知世界。我们经常观

察到，我们对语言的声音有一种范畴化的感知，因为它的物理特征是渐变的，

但是根据我们语言的规则，我们感觉到在这个连续体的某个点上，存在分离不

同音素的边界。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声波中包含的其他信息来确定说话人的

方言，语调等等。但是，蜱显然不关心兔子或狗在丁酸的一般气味上所做的改

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某些现象看作是一个特定类型的例证 -- 也就是说，

在我们意识到这个类型的同时，我们也承认这个实例。 

皮尔斯用“类型符”和“个别符”（或“复本”）来描述类型和范例之间

的区别9。例如，在上文的句子中，出现过一次的“和”一词被认为是一个类型

符，而出现过两次的“和”则被视为个别符。字母“t”也只是一个类型符，与

此同时，仅仅在本段的第一句就出现八个该字母的个别符。这个推理很容易扩

展到其他意义系统;伦纳德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与另一种复制品属于同一类

型，但其他同样存在的画作来说，它们构成了两个范例或个别符。从整体上来

看，这篇文章是一个单一的类型符，但这本期刊印出多少本，这篇文章就有多

少个个别符。大致上看，这篇文章似乎是一个符号，其类型符提供了可能被普

遍共享的一个以上的个别符，并且可以说，这些符号在散播时还保留着其本源

的样子。 

 

8 用严格的皮尔斯的术语来说，当处在第一性阶段时，这当然不是一个“类型符”，而是一个“风格符”。 

9 如上所述，在皮尔斯的概念中，蜱的经验可能只是一种作为第一性的“风格符”—与作为第二性的“个别

符”和作为第三性的“类型符”在同一个三分法中。但是就如谢恩费尔特（2007：241ff）辩驳迪肯的那样，

如果蜱的经验已经是“规约的”，那么这是不是已经不处在皮尔斯所说的类型符的水平了？当然，要确

定皮尔斯的范畴的应用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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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蜱是否有部分和整体的经验。对于我们观察者

来说，哺乳动物的存在有三个线索--丁酸的气味、皮肤的感觉和血液的温暖，

但蜱不需要设想这些线索，这三个线索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存在的单一实体（按

照吉布森的术语来说，是一种“实质”，[cf. J. Gibson 1979,1982]），这些线索

或许更可能会构成三个独立的事件，产生它们各自的行动序列。蜱能感知到乙

酸；只有我们10能感知到哺乳动物。另外，讨论丁酸或哺乳动物是否受到关注

与否，是没有意义的。讨论是否直接给予丁酸或哺乳动物也没有任何意义。从

蜱的角度来看，乙酸和哺乳动物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蜱不仅没有符号，也没有

太多的世界可以给蜱去探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作为一只蜱是

什么感觉。但是这些区别在蜱的环境中（即按照功能周期来说）似乎毫无意义。 

世界上的一切都属于特定类型或范畴：这就是独立于符号功能的像似性。

一切东西也都是由部分组成的，并且/或者出现在别的东西的附近; 这是指示性，

甚至在它被用来构造符号之前就是了。人类的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由具

有不同特性的、属于不同范畴的以及出现在不同语境中事物（用吉布森的术语

来说，是“物质”）组成的。正如冯·尤克思库尔所描述的那样，在蜱或者单

细胞的世界里，以上所说的事物都没有意义。一些有趣的证据，甚至是一些研

究（cf. Tomasello，2008：42f）都表明狗和猫的生活世界更像人类，更不用说

类人猿的世界了。 

在“生活世界”的常识中，有三种方法可以划分任何可能的东西：将其分

成适当的部分（如头部，躯干，腿部等，如果整体构成人体的话）。将其分成

不同的属性（参照同一个整体的话，男性与女性相对，成年人与儿童相对）；

将其分成不同的视角或轮廓（从后面看到的身体，从四分之三视角中看到的头

部等 – [cf. Sonesson 1989,1996,2000a]，in press）。这是三种因素性，它们与相

邻性一起构成指示性，它们并非一种符号，而是一种基础。一个更为人熟知的

术语是分体论—一个关于部分和整体的理论，这个理论来自胡塞尔（Husserl 

1913）的早期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自胡塞尔的前辈，如托德诺夫斯基

（Twardowski）和美农（Meinong cf. Cavallin 1990），但分体论这个名字是由

逻辑学家莱希涅夫斯基（Lesniewski）命名的（cf. Smith 1994,1995; Stjernfelt 

2000,2007：161ff）。有些人认为至少前两个部分可以组成层次：一个“外延”

层次—从较大的部分到较小的部分（手臂 - 前臂 - 手指 - 指甲等），和一个“内

涵”层次—从普遍具有的特性到更具体的特性（有生命的 - 人 - 老人 - 脾气暴躁

 

10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范围，要远远大于人类，正如马南所说，这里的“我们”可能与脊椎动物相当。从

“外延”层次（这里指一种动物，而不只是一系列事件）来看，这似乎是可行的，但从“内涵”层次上

（极少数脊椎动物具有哺乳动物的概念，更不用说有脊椎动物的概念了）来看并不可行。见索内松 

2009a，2010 及以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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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等）。后者可以被认为是一系列因范畴内成员越来越少而越来越窄的圈

子。在外延层次结构中，子类别的空间消耗较少，而在内涵层次结构中，扩展

则是持续的（只要你不改变指称物）。手臂和指甲的界限并不一致，但是一个

老而脾气暴躁的人，和一个有生命的人可以是同一个人，虽然后者的属性更为

广泛（因而内在更广泛）。 

分体论的任务不仅是解释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还要解释各种整体性之

间的差异。胡塞尔反对集群构型，我们在整体心理学（Ganzheitspsychologie）

的各种代表作中发现了相同但有时是更进一步的尝试（cf. Sonesson 1989：

81ff）。皮尔斯列了一个非常长但相当混乱的各种整体性的清单（cf. Stjernfelt 

2000）。最近，许多心理学家把局部线索从两种更全面的感知模式中分离出来：

“全局处理”关注的是最高层次的刺激;“构型处理”则涉及元素的层际空间的

关系（see Sonesson，Zlatev in press）。 

除人类之外，分体论经验的证据大多是间接的。关于鸽子和猿猴的图像感

知以及其间的一切研究，都没能确定动物能够将图像视为图像，但这些研究肯

定表明了，动物分别注意到了人类或者香蕉与相应图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see 

Sonesson，Zlatev，in press）。鸽子似乎也能够识别对象，不仅仅是在给出其所

有部分的时候，且当描绘在视觉上变形时，至少只要包含了一些“真子”（译

者注：理论物理学概念，一个假象的实体，一个完全由电磁场构成的引力体）

的话，也就是说，只要存在可以从不同视角中识别出来，包括与同一对象的其

他组件的关系的组件的话，鸽子就能识别对象。（cf. Peissig et al. 2000）。事实

上，我们对亚历克斯（Alex）试图根据静态图像模仿动作所进行的研究包含了

一些有限的动作阶段，这可以用来表明猿能够从时间片段中识别事件（Call et 

al.，in press）。 

海涅和库特夫（Heine & Kuteva 2007：150ff，276ff）在对语法起源的研究

中，思考了在什么程度上“动物认知”可以理解“分层分类关系”，如内含物

（类别成员）、所有物关系（我们的内涵层次）、部分-整体关系（我们的外延

层次），以及社会关系，财产和位置。虽然他们考虑的证据与我们在这里提到

的不同，但是他们总结出，在已经研究过的动物中存在基本的层次思维能力，

特别是猿，猴子和灰鹦鹉（至少一只）。他们继续提出了递归的基础结构，其

他人称这是人类语言特有的，但他们认为这包含在“动物思维”的范围内

（Heine，Kuteva 2007：278f，296f）。他们是否在暗示所有动物思维中可能缺

乏用以获取某些特定的语法结构，如名词短语和从句分句的（全）递归，这一

点难以确定。不管是什么造成了递归和/或语言和动物经验的之间的差异，但它

一定不是抓住感知意义的基本原则11。 

 

11 海涅和库特瓦（2007：304）认为，无头像的动物在岩画中的存在表明，部分-整体关系与 10.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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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规约性，皮尔斯毫无疑问地把它看作符号关系的同义词（见表 1）。

然而，如果规约性与像似性和指示性并行，涉及基于规则或习惯的现象之间的

所有可以想象的联系，那么符号功能只是这种规约性的特例。因此，根据上文

的定义（交通规则，例如国际象棋规则等等），不仅在生活世界中有不是符号

的规约基础，而且也可以把符号功能建立在已经存在的规约基础上，正如像似

性和指示性一样：因此，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长期以来习惯（甚至是规范）

女性穿裙子，因此裙子可能成为女人的一个符号，间接地通过描绘的方式用各

种符号来表示女洗手间。 

 

2.初始和次生像似符 

在皮尔斯所给的像似符定义中，他认为像似符的特性是，其不仅独立于符

号关系（指示符也是如此），而且也独立于所涉及到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

相关概念若要体现独立，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其中一些会产生非常荒谬的结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说莱昂纳多（Leonardo）画的蒙娜丽莎肖像

（Mona Lisa）（甚至是毕加索[Picasso]的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肖

像）独立于被描绘的人。换句话说，我认为一些像似符的像似性与符号关系无

关，因为它是对像似关系的感知，像似关系提醒我们符号关系的存在；但是，

相反地，其他像似符的像似性依赖于符号关系，因为符号关系使我们发现它们

的像似性。我把这一大群符号分别称为初始像似符号和次生像似符号。 

 

2.1 像似性在符号中的干预 

像似性和规约性在符号中扮演的相对角色可以用来区分初始和次生像似性。

事实上，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区分初始和次生的像似符，因为我们真正涉及

到了像似性被分配给符号的方式。初始像似符是指，表达 E 和内容 C 之间的

“相似性的感知”至少是 E 作为内容 C 的表现的部分原因。也就是说，像似性

实际上是定位符号功能的理据性（基础），或者说是理据性之一。另一方面，

次生像似符是指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认为 E 是内容 C 的表达，在某种特定的解释

体系中，它至少是感知 E 和 C 的相似性的部分原因。那么，这就是部分激发像

似关系的符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里所称的次生像似符并不是一个

关于像似性的好实例，因为关于后者的特点，皮尔斯给的定义显然意味着，至

少在某种意义上，符号的像似性并不独立于它们符号特性：相反，这是一个先

决条件。也许这不必被视为反对皮尔斯定义的一个论据：像似性本身可能独立

 

年前“概念上存在的”的语言学头部相关结构有关。这似乎是一个夸张的结论。由于刻在岩画上的是图

像符号，所以在图像中出现的因子可能要比在感知中花费更长的时间，但并不是说它在语言中同时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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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符号功能，即使它在符号中的存在有时可能受到符号功能的限制。更确切地

说，这里关键的是像似基础独立于符号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图像当然是初始像似符，且可能是唯一的初始像似符。事

实上，鉴于在第一部分提到的关于猿和小孩的图像感知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

信，对至少达到两岁或三岁的人类来说，图像是唯一的初始像似符。可以说，

人在两到三岁之前，图像对他们来说不是初始像似符，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符

号，但它们与其同一类别中描绘的对象是相同的。这表明像似符的初始性和次

生性与给定的（集体）主体有关。 

另一方面，无论我们的年龄如何，我们都必须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按照

特定的规约，那些通常用来表示自己的对象，会变成它们自己的符号、它们某

些特性的符号、或变成它们所属的类别的符号：汽车展览会上的汽车，博物馆

展示的石斧或商店橱窗里的手杖，国王去世后的他的扮演者，以及一个艺术展

览上的小便器（如果恰好是杜尚[Duchamp]的'喷泉'的话）。当对象用以代表自

己时，其显然是“像似的”：它们是由代表内容的表现组成的符号，因为它们

每个都具有固有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一套约定和/或一系列的已有情境，我

们就不可能知道某件事物是一个符号或者它作为符号会代表什么：是以自己代

表个体对象，还是代表其所属的一个特定类别（在几个可能的类别中），或者

代表其某些特性。街上的一辆车并不是一个符号，但当其被放置在汽车展览中

时，它成了一个符号。博物馆里的曼·雷（Man Ray）创作的铁块也是这样。

我们必须了解陈列柜的规约，以便了解到商店橱窗里的锡罐可以代表许多同类

别的其他物品。我们需要熟悉艺术展览规约，认识到每个客体都只是表现自己，

而且我们能够理解裁缝的色板是其图案和颜色的符号，而非其形状的符号，除

非我们已经学会了有关色板的规约（cf. Sonesson 1989：137ff）。 

当曼·雷制作一个台球桌的图像，我们不需要任何规约来识别它所描绘的

内容。然而，如果谢莉·莱文（Sherrie Levine）的台球桌（真实的三维）要代

表曼·雷的图像，就必须有一个标签来颠倒生活世界的权威。这表明，在确定

一个物体功能的概率的属性中，一个像似符号的表现是三维的，而不是相反的。

自现代主义阶段特别是后现代主义阶段以来，图像的符号功能一直处于关注的

中心：因此，像莱文这样的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来颠覆正常“生活世界”的层

次体系，使得二维对象代表三维对象，而非用三维对象代表二维对象，就毫不

奇怪了。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发现瑞典尽是“芭比娃娃”

的墨西哥女人做了一些颠覆，因为在她特殊的生活世界的经验基础上，至少在

言语行为间，她把真实的，有生命力的人当作生物，把在装配线上制造的，由

无生命的物质制成的物品当做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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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上文提到的身份符号，可以说是对其本身过于像似的符号，并不

是符号功能必须先于和决定像似性的唯一情况。在其他情况下，因为相似性

“过少”，符号功能必须先于像似性的感知，据加里·克马利里（Garrick 

Mallery 1972 [1881]：94f）所言，这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手工符号一样，当我

们被告知它们的含义时，它们似乎是合理的。用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 1969：92f）的话来说，一个“图示猜谜”（译者注：一个美国游戏，

一个人画一副四不像的图片，让其他人去猜他所画为何物，并通过各式各样的

答案来取乐。同时该游戏也用于人类的认知研究，研究儿童的创造力。 ）不同

于需要解谜关键的图像，就像卡拉奇（Carraci）画的墙后的泥瓦匠（图 1b），

或是“正落入马提尼杯的橄榄或穿着暴露泳衣的女孩的特写镜头”（图 1a）。

虽然在画面中这两个场景都可以被看到，但显然这都是由画面所决定的。我们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避免这种模糊性。第一个方法是填充细节，特别是橄榄和

肚脐，空气和一双大腿等特征不同的细节。然后在某个时刻，这个图示猜谜就

会变成一幅真实的图像。另一种可能的方法，也是像似性批评者唯一认同的，

就是引入一个明确的规约，比如卡拉奇的解谜关键。 

 

图 1.两张图示猜谜和一张可以看作是图示猜谜的图像：a）正落入马提尼杯

的橄榄、或穿着暴露泳衣的女孩的特写镜头（受到阿恩海姆的启发，并在 1992

年提及[Sonesson 1992]）。b）卡拉奇的解谜关键（墙后的泥瓦匠）; c）面部或

瓶子（受到赫默伦[Hermeren  1983：101]的启发）。 

根据戈伦树·赫默伦（Goran Hermeren 1983：101）的观点，只因“人类想

像的局限性”，我们把图 1c 看作人脸，因为它也同样可以被视为“上面是一个

罐子，底部是一些鹅卵石和折断的火柴，一根棍子放在开口上”。因此，在比

尔曼（Bierman）看来，这应该是模棱两可的。这完全取决于在人类想象力的界

限内，其被解读为什么：即格式塔原则，脸作为首先被感知到的对象（cf. E. 

Gibson 1969：347 ff）等等，都共同促使其中一个确定的解读。虽然我们有可能

找到赫默伦认为应该在图像中出现的元素，但是不可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解读，而不被其他解读所干扰。因此，当一个表达与不同的内容或对象相似时，

由于表达本身的特性，其中的一个表达可能会被优先感知，并且其感知速度先

于规约。 

毫无疑问，对人类来说，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甚至对新生儿来说，

脸也是被优先感知的。在比人脸更普遍的文化特性层面上，我们可以想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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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的故事，“我”从未见过纸，因此，在形成图像符号的内容平面的过

程中，就会受到阻碍。（cf. Sonesson 1989）。但是，似乎还有一些更普遍的事

实，三维性，有生性以及运动可能比它们的对立面更为突出，即是说，它们更

可能形成像似符的内容方面，而不需要任何补充性规约。曼·雷和谢莉·莱文

的台球桌之间的比较即为三维性的实例。至于墨西哥女人的“芭比娃娃”，我

们要么假定她仅仅是做了一个比喻，要么就是浅色皮肤的人在她对人的概念中

如此陌生，以至于有生性，甚至是人性都被压倒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生活世界

的显著层次12。 

事实上，为了理解初始像似符，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显著层次。思考一下

博尔东和瓦利恩特（Bordon & Vaillant 2002：59; Vaillant 1997）针对我的原型

层次提出的一个反例：对于巴黎人来说，他们对一个摩托车的冰雕不像对一辆

真正的摩托车那么熟悉，然而当前者展现在市政厅的时候，毫无疑问，对于任

何人来说，冰雕都是能指，而摩托车是基础，认知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

（Eleanor Rosch 1975; Rosch，Mervis 1975）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显著概念的特征与原型性、频率、强度、名人，信息等等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某些场合，“熟悉”可能与显著相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

能性。但是这也意味着显著的概念是不清楚的：至少，它似乎太无限制了。无

论如何，正如我上面所设想的那样，原型层次不适用于像这样的对象（除了可

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脸），而适用于它们的一些特性。也许当冰不是作为

一个摩托车的冰雕像，而是作为材料，与摩托车零件相比起来，其可能会被认

为“不那么显著”（也许是在人类历史上更为同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

“我”的故事中，纸张体现出显著性，而不是由纸张制成的特殊物体，后者处

在非常高的层次上。 

但是这个实例也和我上文讨论过的那个实例很不一样，它们要么涉及一个

代表三维对象的二维对象（如图像的情况），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三维对象成为

其所属种类，或者它特性中的一部分或诸如此类的符号。然而，这与我在其他

地方（例如[Sonesson 1989：336ff]，in press）所采用的案例类似：裁缝的假人

和在日本餐馆中见到的由塑料或蜡制成的假食物。那个讨论的结果是，在人类

世界中，某些特性在本质上更为显著，例如，除了三维之外，还有赋予生命和

 

12 戴维森（Davidsen）和蒙霍姆·戴维森（Munkholm Davidsen 2000：82）在一篇充满好奇心的小文章中指

责我，因为在他们看来，显著层次的概念显然只能解决像似符自然不对称的问题：而其“可能被用来解

释为什么一个人的形象是另一个人的像似再现……，这对系统化相对主义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系统

化相对主义不再那么相对。实际上，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是主观相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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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当然，这些特征中的最后一个，显然是使得真正的摩托车比用冰雕刻出

的摩托车更突出的因素。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假食品的实例中作出更普遍

的论证。用蜡制食物代表真正的食物，而不是用真正的食物代表蜡制食物，这

是有原因的。食物是由可食用这一功能特性（或吉布森所说的“功能可见性”，

J.吉布森[J. Gibson 1982]）所定义的，而这正是蜡制食物缺乏的特性。同样，摩

托车是由作为车辆的特性所定义的，而冰雕却难以实现这一点。如果这表明冰

雕摩托车不是真正的反例，它也表明了次生像似性的复杂性。我们不应该期望

原型层次形成一次性固定的刚性结构13。  

然而，这次讨论得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经验是，初始像似性和次生像似性

不应该被认为是相对立的事物：正如一个符号可能同时包含像似的，指示的和

规约的特性一样，初始像似性和次生像似性也能很好地相容。 

 

2.2 语言和图像的像似性 

在谈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时，索绪尔实际上（正如贝蒂尔·马尔姆伯

克[Bertil Malmberg 1977：131ff]最清楚地指出）关心两种不同的关系：符号内，

表达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符号和我们的经验世界（通常被称为指称物）

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内容和表达没有共有的特性；第二种

关系是也任意的，因为（根据索绪尔的观点），世界本身的分割并没有预示符

号划分世界的方式。因此，把“bull”一词读作 / bul /而不使用声音序列/ bof /是

没有正当理由的。而另一方面，现实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线索是否要用某一符号

来表征某一现象，如“木”这个字，或者在两个不同的符号之间进行划分，如

“灌丛（bois）”和“森林（foret）”。如果可以在符号的不同的元素中找到随

意性，其反面，即理据性，这一索绪尔用于像似性的术语，也必须能够在多种

关系中表现其本身（见图 2）并参阅（Sonesson 1989：203ff）14。更谨慎地说，

我们也许应该谈论三种潜在的像似关系：表达与内容之间，表达与指称物之间，

以及内容与指称物之间。 

 

 

13 这也表明，上面给出的“芭比娃娃”的实例比我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从有生气以及类似的角度来看，甚至

这个墨西哥女人也不认为娃娃比金发的人更加显著（或者像我希望的那样）。在注意头发，皮肤颜色等

时，比起在瑞典看到的外国人，她把芭比娃娃放在更高的层次上。这是隐喻的产物 （see Sonesson 

1989,2010）。换句话说，这是区分的出发点，而区分的出发点对文化符号学是基本的。（see Sonesson 

2000b）。 

14 我们能够很自然地理解理据性包括规约性和指示性，但这并不是索绪尔对这个术语的用法。在《普通语

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其实只是对“相对动机”感兴趣，而“相对动机”是指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表

现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例如用“pomme”（“苹果”）来解释“pommier”（“ 苹果树”）。然而，在索内松

1989 中我所引用的的其他段落中，他谈到了理据的模仿，但是有“随意性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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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语言符号箭头代表（潜在的）像似关系。 

 

此外，所提及的两个案例涉及到相似性或其反面的不同方面：在第一个例

子中，我们涉及的是表达和内容的不同细分；在第二个例子中，这是符号的外

部边界以及所涉及到的世界上的相应的现象。如果说第一个处在结构主义符号

学中已知的水平上，用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话来说，就是“记号素”，

那么后者一定是在符号这一水平上。另外，前者分别涉及表现和内容的特性，

后者则涉及到符号和现实中相应部分的分割的方式。 

在图像中，情况更加复杂。胡塞尔（1980）和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 1980）分别论证说，我们在所描述的对象中直接“看到”到物理对象，

即图像表达，使得表达的每个元素或多或少地与内容相对应。但胡塞尔继续指

出，这不是全部，因为我们虽然可以在照片表面的斑点中看到人类的身影，但

我们所看到的图像仍然是“摄影的色彩”，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皮肤的色彩。可

能这看起来是一个过时的观察，但实际上所有的图像都会缩小与现实相关的色

彩范围。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图像物体”是可能歪歪扭扭地挂在墙上的东

西，“图像对象”是画面中黑白的孩子，“图像主体”是世界上被描绘的对象，

即真正拥有玫瑰色脸颊的孩子。但是，胡塞尔谨慎的现象学似乎在这里还远远

不够。为了把图像对象和图像主体分开，胡塞尔还指出图像中的宫殿和在柏林

的真实宫殿之间的区别。然而，即使事实上柏林可能没有任何宫殿，但这也不

妨碍我们注意到黑白宫殿与真宫殿的区别。因此，“指称物”必须与图像主体

分离，图像主体处在类型符这一水平，因为它与图像对象不同，只因它增加了

对世界事物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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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3.图像符号。箭头表示（潜在的）像似关系。文中提到了一些可能被

推论的实例，但是尚不清楚这些区别是否有实验对象。 

因此，像似性“可能”涉及“六种”像似关系：图像物体与图像对象之间

的关系，图像对象与图像主体之间的关系，图像物体与图像主体之间的关系;以

及这三者与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图 3）。实际上，所有这些关系可能都没有意

义上的区分。然而，有意思的是，胡塞尔要求（Husserl 1980：138f）图像对象

和图像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若要举例说明，即大致相当于皮尔斯的

“即刻”和“动态对象”。 他从来没有讨论过图像对象和图像物体的相似性，

除了有一次，他提到浮雕与它的图像对象相对比较相似之外（Husserl 1980：

487ff），胡塞尔从未讨论图像物体和图像主体的相似性。这是最接近皮尔斯所

说的“再现体”与“对象”的关系的一次。在图像对象与图像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图像性可能或多或少是“外延的”及“内涵的”，也就是说，涉及或多或

少的特性，并且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认识它们（ “空间性”[“ Extensität”]和

“图像性的强度”[“Intensität der Bildlichkeit”]，[Husserl 1980：56f]）。但是，

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所有的像似关系应用外延型和内涵性。另外，外延性不

仅可以通过将对象分成不同的特性（例如，“红色”）获得，而且还可以通过

将对象分成适当的部分（例如“脸颊”）获得，并且至少在图像中，透视图是

这样的（例如，从左上角看）。这样一个定义来源于分体论，研究如何划分世

界上的事物。 

从符号与指称物之间的关系来看，语言中的像似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次

生的。德·奎佩里（De Cuypere 2008：80）和索内松（2008）分别论证了这一

点。然而，在被不恰当地称为“语音象征”的像似性的研究中，事实可能是像

阿尔纳（Ahlner）和兹拉特夫（Zlatev 本卷）所提出的那样，初始像似性和次生

像似性的解释特征的种类必须分多次应用，以便其出现时说明解释过程。这再

次表明，对于我们所划定的现象，初始和次生像似性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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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像似性的两个极端：从拟态到表演 

在属于所有像似性的夜晚，以下这些“同样的东西”：拟态、图像、模仿、

和模拟表演之间没有区别。与此相反，我们将从以下几个不同方面探讨像似性

与拟态及类似现象的关系，以及像似性与模仿在几个术语意义上的关系。在第

一种情况下，根本问题是哪一个概念具有像似性。第二种情况涉及更微妙的情

况，即一个人的行动向另一个人呈现15。 

 

3.1 拟态，稻草人和雕像 

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2002）提出， 无论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什么-- 符号（或他所说的“再现”）是在国王和其他英雄死亡后人们为他们树

立的雕像中发现的。这个重建背后的想法很容易理解：（对一些特定的人或部

落或文化来说的）重要的人死去了，为了弥补这种缺失，就必须创建一个替代

物。有另一种更为普通的用法，人类要吓跑田野上的鸟类（假设“人类”是鸟

类的世界中的一个概念），但是人类不能总是一直待在田野周围，于是就在他

们所处的地方竖立一个稻草人。或者我们把范围限定到杰出的个人上，我们都

知道中国人的皇帝，以及这个时代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

两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复制品。这个观点可以被推广到所有用以代替不在场的另

一物的符号。 

但是稻草人和复制品都与人类无关。如果我们以语言，图像和手势等事物

来作为后者的例证，那么它们都不是典型的符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符号代

表我们的经验世界——即，用皮亚杰的话说，符号是“从‘主体’的角度”

（尽管通常这个主体是社会主体）来构想的。稻草人，复制品以及（可能也有）

雕像并不在人类缺场时代表人类，而是在呈现其自身。可以这样理解，替代可

能与伪装同属一个大类，但是却恰恰与符号相反。用迪肯的话来说 （Deacon 

1997: 76ff），动物世界里的伪装（比如鸟类眼中飞蛾的翅膀就只是“树的另一

部分”）与像似性中的这一“典型例子”基本一样，我们习惯称后者为图像

（Sonesson 2006）。事实上，只有伪装才会有这种作用，即可以到“看不出其

本身是什么”的程度，相反，一张图片，或任何其他符号，只能作为一个符号，

只能到被视为一个符号的程度，而不能作为对其描述或意指对象的另一个事例

（即，一张香蕉的图片，不能用以表示香蕉这一类别下的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就这一点来说，就像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制品一样，稻草人就像是一种伪装，

因为它们只能完成自己的功能，只要它们不被认出其本身的样子，即分别不是

 

15 不言而喻，这里讨论的模仿，模拟和其他现象也可能具有指示性的和规约性的特征，但这些我们不作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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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侯赛因和真正的人类。正如金兹伯格所述，雕像看起来与我们的稻草

人相似。它们与动物世界中常见的伪装（当然不是作为一种军事程序）仍然不

同，它们的创造者（尽管不是他们的接收者）知道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东西。 

但是，也许从一种更微妙的意义上来看雕像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同于稻草人：

人们知道雕像与英雄不同，但仍然以雕像替代英雄的位置，而非让雕塑成为他

们。或许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替身，就像这个名词在戏剧中被使用的那样：替

身接替通常由知名演员扮演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替身是演员。此时此地，

在表演这一目的下，替身简单地等同于这个演员。的确，我们应该想一想稻草

人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稻草人是出于某个特定目的代替人类的东西，但肯

定不是在意指“人类”。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很好地应用了塞尔（Searle 

1995）的“在 C 情况下，以 X 代表 Y”这一公式。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肖像、

替身和稻草人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果用以下这种方式理解它们，即它们

代表了一些与它们自身不同的东西，所以为了把握它们的功能，你必须明白它

们与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否等同，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因此，这里肯定存在

区别，两项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的关系：但是在任何意义上一个项都不可能

被另一项的主体（包括一个集体主体）所代表。要看出这个区别，可以将它们

与范例进行比较（这些东西代表着它们自己、它们所属的范畴，或者它们拥有

的某些特性），尤其是我在其他地方称为伪身份的东西，这些对象拥有其所代

表的全部或者最具感知特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定义它们的东西，如无法食用

的蜡质食物，在商店橱窗上展示衣料的假人（cf. Sonesson 1989：336ff and 

2.1）。 

正如蒂莫·马南（2007）所观察到的，迪肯所使用的术语——伪装，是

（生物）拟态的一个特例。根据马南的说法，模仿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有机

体的信息（特征和信号），‘模仿体’，类似于另一种属于其他种类的有机体

的某些信息，环境的某些特征，或者是其中任何一个的概括，这就是所谓的

‘模型’”。 马南明智地指出，同一物种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拟态。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认识到了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类别成员与符号功能的区

别。马南还指出，相似性应该为载体提供一些功能。例如，它可以保护动物免

受常见掠食者的侵害。最后应该提到的是，以上所述不包括偶然的相似性，而

只包括在进化时间尺度上具有连续性的那些相似性。 

除了最后的特性之外，拟态与稻草人的情况类似：不被接收者检测到其本

身，它才能发挥作用。然而，稻草人是一种人造的设备，这意味着，虽然对于

信息的接收者来说，它只是环境的一个特征，但对于发送者来说，它至少有符

号的区分和不对称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拟态中，发送者和接收者都不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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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涉及任何类似于符号的事物。因此，模仿体和模型，以及像似性只存在于

外部观察者眼中16。 

 

3.2 作为学习过程和符号的模仿 

在某种意义上，模仿显然是符号出现的核心。它也有明显的像似特性。皮

亚杰（Piaget 1967 [1945]）认为，模仿，或者更确切地说，“表征性的模仿”

是符号功能的起源。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些模仿的实例实际上就是符号，而

另一些则显然不是。一些种类的模仿似乎确实是符号功能出现的先决条件。 

默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在他的人类进化模型中，把模仿置于人类

发展的第二阶段，模仿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儿童发展，并由乔丹· 兹拉特夫

（Jordan Zlatev 2007; 2009）做了更精确的考虑。唐纳德认为，模仿文化始于

“有意识的，自发的，具有代表性的行动的出现，这是有意向的（即自愿的）

而不是语言的”（Donald 1991：168）。唐纳德给出的例子是手势、舞蹈、仪

式、模拟表演、戏剧表演和（精确的）模仿，还有工具的使用（或者更确切地

说是工具使用的社会概括）和技巧17。在模仿和语言之间的某个地方，符号功

能出现了，唐纳德间接地表明了有意向的交流系统的使用和指称物的区分。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工具的使用和技巧被当做是模仿文化的一部分，而不

像唐纳德在其他地方仅仅将其作为“日常行为”或“程序性记忆”，不遗余力

地把它从模仿中分离出来。毫无疑问，唐纳德（1991：171ff）会回答工具的使

用及技巧同日常行为和程序性记忆是不同的，因为其遵守他所划分的模仿行动

的标准：它们是“有意向的”（即自愿的）、“生成性的”（即可分解成许多

部件，且部件可能重组为新的整体）和“传播的”（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

“公众的”）。此外，它们有指称（“在模仿中，指称行为必须与指称对象区

别开来”，用我们的术语来看，即区分），代表无数的对象，并且是自动提示

的（无需外部刺激便可产生）。生成性是许多种意义的特性，而不是符号。但

是，工具和其他许多技能的使用在哪些情况下是“传播的”，以及它们以哪种

方式拥有指称和代表无数的对象，这些还并不明晰。 

 

16 在一个有洞察力的评论中，马南审查了我的关于动物意识不到伪装的假设。在许多动物群体（飞蛾，捕

食者，青蛙）中，“在选择休息场所时，它们偏爱选择其外貌和周围的视觉环境达到最佳对应的地方”。 

然而，有趣的是，这个观察的基本机制仍不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校准的话，

伪装显然是可能的。 

17 让人好奇的是，唐纳德（1991：170）称他关于模仿的观点来源于文学理论家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后者用这个标题写下了现实主义文学史。如果用古人对于模仿这个词的理解，可能更适合，

模仿或许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是用来描述感知现实和思想世界的关系的，而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模仿这一术语的用法之一是作为行动的再现，而不同于（口头）叙述。关于“模仿”的完全不同的意义，

请参阅马南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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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模仿这一术语在不同意义上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模仿作为一个行为

（过程）把个别符从类型符中分离出来，模仿作为一个符号，取决于表现与内

容之间的区别。 

 

 

 

 模仿 

（个别符 /类

型符） 

作为学习的模

仿 

（从个别符中

提取类型符） 

象征性游戏 

（ 表 达 / 内

容） 

逢场作戏 

（表达） /内

容） 

 实例化行为中

的类型符 

从一个或者几

个（新奇的）个别

符行为中提取一个

类型符 

再现一个行为

的类型符，或者可

能是时间和空间范

围外的个别符 

在时间和空间

中再现个体行为 

 

 

直接 

使用典型方法

来实现钉钉子的类

型符 

观察钉钉子的

动作（第一个个别

符）从钉钉子过程

中抽取类型符（第

二个个别符） 

了解母亲方的

典型行为 

此时此刻创造

一个哈姆雷特的外

观并且做哈姆雷特

做的事 

间

接 

以钉钉子做类

型符行为 

提取钉钉子的

类型符 

做母亲常常对

孩子做的事 

做文艺复兴时

期哈姆雷特在埃尔

西诺做的事 

 作为行动的模仿——个别符 vs 类型

符 

作为符号的模仿——表达 vs 内容 

 

唐纳德（Donald 1991：172）在介绍“传播性”作为模仿的标准之后，接

着说道：“模仿的源头可能不是作为传播的方式，而可能起源于不同的再生性

记忆的方式，比如制作工具，本质上说模仿行动通常是公众的，并且天生具有

传播的潜力。”这与作为符号的模仿非常不同，后者能通过一个行为者向特定

的公众展示他的行为来表示；这甚至与孩子的象征性游戏不同，这个游戏必须

能面向其他孩子且与他们分享。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首先从一个类型符中提取

一个个别符，这个类型符假设把其他的个别符看作是一种表演，也就是被注视

的东西（在索内松[Sonesson 2000b]那里被称为“表演功能”）；其次是认识工

具行为，这不是指向公众的，但可以对外公开（表 2）。使用工具确实需要将

典型特性与此时此地的单一行为分开，即相关性。为了学习使用工具，你至少

应该能够将那些应该被模仿的特性与那些无用的特性分隔开来。然而，即使可

以观察到这种模仿行动，但它不是观察目的的一部分。在舞台上用行为完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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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的例子是完全不同的。当表演“哈姆雷特”部分的演员举起“可怜的约里克”

的头骨时，他的行动不仅仅在模仿丹麦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而

且也将这种行动以一种引人注目的行动表现出来（cf. Sonesson，2000b）18。儿

童的象征性游戏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某种中间的情况，因为其引人注目的特征不

是最终目标，而只是它使得游戏功能成为游戏；事实上，这不是有意提供给不

参与游戏的人的表演。 

从上面的例子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工具的使用和上文提到的其他种类的

技能并不是严格的模仿，因为根据唐纳德自己的标准，虽然它们是“公众的”，

但是它们不是传播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让自己向模仿靠拢，这导致了工具的

使用和技能在社会中的普遍性。这是它们与日常行为和程序记忆不同的地方，

它们在社会上是共享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只有在行为可以从

独特的工具使用者中分离并转移到另一个使用者时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

了能从另一个个别符中被识别，作为个别符的行动必须抽象为一个类型符。被

共享的东西是类型符，换句话说，被共享的是解释的体系，它定义了相关性的

原则（在这个情况下，挑选出对象特性的规则被映射到另一个对象中）。在这

个意义上（不是在指称意义上），单一的模仿行动可能对应各种事件。 

因此，通过模仿，“意识控制”就可以“扩展到行为范围”（Donald 2001：

261）。但在这种情况下，模仿行为本身并不是符号。如果我看到有人用石头作

为工具敲破坚果壳，我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不是为了思考我观察到的其他

人的行动，而是为了获得同样的效果。我试图做与他同样的行动，就是打开壳，

把坚果拿出来吃。我没有创造一个非主题化但直接给出的表达，这种表达涉及

一个主题化但间接给出的内容，在开坚果壳所包含的行为类型中，我发现了一

个新的例子19。就像托马塞洛（Tomasello）的猿一样，当然，如果不采取适当

的手段来取得同样的效果，就会产生模仿的失败行为。或者，我只模拟开壳的

外部动作，而不让它们在物理环境中获得足够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么是

在做象征性游戏，要么是在逢场作戏，或只是练习动作。正如唐纳德个体传播

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在学习意义上作为符号的模仿来自于自由模仿，但最有可

能的是，一旦模仿实现，这类符号功能是作为奖励出现的，至少在现象学上，

这两种意义上的模仿是截然不同的。 

 

18 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我从接收者和/或解释者的观点来考虑符号。当然，演员的经验是另外一个

问题（正如艾斯特·沃苏[Ester Vosu]所指出的那样） 

19 正如马南所观察到的，比较心理学可能将这些行动描述为“刺激增强”的结果。然而，在平常的生活中，

没有人会让我们关注特定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关注，这就是相关性（即类型符和个别符的区别）

是模仿的先决条件的原因。正如许多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实践中，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是那么容

易的。见索内松，兹拉特夫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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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试图在本文中阐明像似性和像似符的一些重要但通常未被考虑的特性。

首先，我认为如果符号要在理论发展和实证基础的符号学中有任何用处，它就

需要一个定义，这个定义须比索绪尔或皮尔斯传统所给出的定义更加具体和明

确。我与皮尔士后期的观点一致，他所有的术语都太狭隘，我选择通过把从未

被索绪尔定义的索绪尔的符号作为一个好的关于符号的例子，来开放符号过程，

这意味着图像和（至少有一些）手势也是符号，但是很多其他现象通常被认为

不是如此，例如感知和接近感知的其他含义。我们必须求助于想像力中的现象

学变体，以便得出一个具体的符号概念，但事实上，虽然胡塞尔本人确实为我

们提供了聚焦和直接的标准，但是作为一个“难以发觉”的现象学家，皮亚杰

发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特性，即上文胡塞尔所预设的区分的特性。一旦符号被

像似性、指示性和（在稍微不同的独立性意义上）规约性等特性单独定义、以

及一旦像似的、指示的和规约的基础被证明可以在直接经验中找到，且与符号

功能相结合，皮尔斯的观点就可能会被调整，而不会在充满所有像似性的夜晚

中迷失，在这样的夜晚中，拟态和模拟表演以及其间的一切都无法分开。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我讨论了符号中像似性可能在符号中呈现的两种方式，

要么作为符号的条件，要么作为符号的结果，从而分别产生了初始的和次生的

像似符。就初始像似符而言，我们将先前被称为相似性的感知，而后注定要变

成表达和内容的概念作为假定符号关系的原因，如果不是如此，符号关系是没

有其他理据性的，或者至少在没有相似性感知的情况下，它是没有充分的理据

性的。相反，只有符号被认为是相关的时候，次生像似符才能使得表达与内容

之间的相似性能被感知到，这要么是因为有太多不同的东西存在这种相似性以

至于这种特殊的相似性没有办法被识别，要么是因为没有符号关系，这个问题

中的事物不会被视为符号，而是作为对象本身。在最初定义的视觉像似性领域，

真实的图片能从图示猜谜、身份符号以及相似的意义中区分出来，这种区分已

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毫无疑问，这种区分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就其本身肯

定是不够的，因为一旦仔细观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初始和次生像似符之间

存在许多中间情况，是不能用现在定义的区分所说明的。而且，除了基于声音

的语言像似性之外，语言像似性似乎只是次级的，这就意味着这一区别在这个

领域没有多大的用处。 

在第三部分中，从生物意义上来说，拟态以及其他一些现象，如雕像和稻

草人，与真实的符号是有区别的，因为在解释者对于它们的认识这一部分，它

们与符号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从唐纳德的模仿概念出发，模仿被分为不同的

种类，其中一类是学习，假设从一个个别符中提取一个类型符，从而成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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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兆，而另一类是符号，这是在哑剧和戏剧中出现的情况。然而，这个区别

需要进一步阐明。像似性显然是一种多样化的现象，需要更多进一步的研究来

理解其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当然不应急于宣布完成了像似理论。但是，我相信，

如果要弄清楚这种差异，我们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解释方案，虽然这可能不是

一个等级方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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